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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的近代化之路 

―评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李凱航 1  
 
    在当代梁启超研究中，由京都大学人文科

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先生主持的“梁启超研究：

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共同研究

班可谓是婓声海内外。其研究团队的具体成果

『共同研究：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

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一九九九年）2不仅

改变了日本学界对梁启超研究的冷淡态度，此

后还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研究的必读书目

之一。 
    2012 年秋，狭间先生受清华大学邀请，担

任“梁启超纪念讲座”的第三期的讲座教授，

可谓是名至实归。而此次讲座的内容整理后以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6 年）3为题出版，遂得以窥探狭间

先生（以下称“著者”）近年来有关梁启超研

究的最新体会。全书分为八讲，题目如下：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 
    第三讲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 
    第四讲 梁启超的“辉煌期”  
    第五讲 “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第六讲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第七讲 梁启超与历史学 
    第八讲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 
 
    第一讲是在总体的历史格局中把握东亚的

近代化过程。著者把东亚近代的“文明史”分

为始发期（1840-1860）、发展期（1860-1895）、
成熟期（1895-1919）、决裂期（1919-1945）
共四个时期（12-13 页）。在前两个时期中，

中日两国各自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但在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优势逐渐明

显。梁启超正是在这一历史图景中开始接触日

本，而这一点又与他和康有为（1858-1927）的

接触密切相关。 
    第二讲是讨论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著

者将康梁的关系分为了三期，即第一期

1890-1898 年、第二期 1899-1920 年、第三期

1921-1927 三个阶段。大体而言，梁启超对康

有为的依赖依次递减。据著者研究，梁启超在

早期受康有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西学”上，

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了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

的课程表中（31-32 页）。此课表罗列众多西

学科目，并开始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之比附。

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迫使康有为和梁启超放

弃了改革，并开始亡命日本。 
    第三讲是围绕着梁启超在日本办报期间，

如何摆脱康有为的影响，走向思想独立的过程。

尽管梁启超自己说“广搜日本书而读之。（中

略）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

人”，但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一过程也是康

有为在离开日本后（1899 年 3 月 22 日），梁

启超独立地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著者选取了康

有为梁启超两人对谭嗣同（1865-1898）的评价

来说明这一点。原本按照康有为的要求，谭嗣

同一方面被梁启超描绘成革新的志士，但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必须被描绘成是康有

为的忠实信徒。于是乎在《清议报》中，梁启

超在为谭嗣同的《仁学》作序时违心地写道：

“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中略）其于学也，

同服膺南海。（中略）《仁学》何为而作也？

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然而，在康有为离开

日本，梁启超独立地出版《仁学》的单行本时，

他执意删除了谭嗣同对康有为的种种赞颂，而

且直接赞美谭嗣同的《仁学》吸收了泰西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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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并给与了极高

的评价。对于这一事件的象征性意义，著者并

非简单地认为是梁启超无意为之，而是评价道：

“把谭嗣同从康有为那里解放出来，是梁启超

在思想上开始独立于康有为的结果”。 
    第四讲是有关梁启超受到新学问刺激后，

开始独立的启蒙活动。此时期梁启超倾注全力

呼吁建设一个新的近代国家。正如梁启超自己

所言，“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

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而建设这样一个

新的国家，梁启超首先要做的是，把一种被动

的、消极的、“源自风俗的积弱”的奴隶式的

民众改造成积极的、自觉的“国民”，即“新

民”。在连载文章《新民说》中，梁启超指出

国家的主体应该是人民。他借用柏拉图（公元

前 427-公元前 347）、康德（1724-1804）、黑

格尔（1770-1831）等西洋哲人的思想用以宣扬

一种新道德。当然，据著者研究，在意识到阳

明学在明治维新中对国民道德的教化作用，梁

启超也相应地补充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道德内

涵。 
    第五讲是关于梁启超以一个亡命者的身份

如何应对清末预备立宪。众所周知，1906 年清

廷派出了以镇国公载泽（1868-1929）为首的出

国考察团。但事后看来，这个考察团既没有相

应的历史责任感，也就没有相应的成果可资参

考。证据之一是花费巨资且耗时一年有余的考

察团竟然没有写出独立的报告。更为奇怪的是，

经由全团的商量，由成员之一的熊希龄

（1870-1937）联络被清廷视为“谋反者”的梁

启超，托付其起草为清廷续命的《请定国是折》。

梁启超被委以大任后自然倾力而作。为此，他

中断了《新民丛报》正常刊行，并且为了保密，

还避开东京迁居神户的须磨。在《请定国是折》

中，梁启超避开了满汉矛盾，力主模仿日本建

立立宪制度。 
    第六讲是关于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

动。辛亥革命后，考虑到与革命党人的争端，

他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选择观望了一年。1912

年 10 月，梁启超才结束 14 年的流亡生涯回到

北京，受到各界隆重欢迎。他一如既往地与以

孙中山（1866-1925）为首的革命党人保持距离，

为此不惜加入袁世凯（1859-1916）主导的进步

党。但是当袁世凯走向君主专制的皇帝之路时，

他又以惊世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攻击

之。此后，在康有为支持的张勋复辟中，梁启

超甚至与自己的老师发生过直接的对立。可见，

梁启超对共和制度的支持，并非一句空谈。 
    第七讲主要是介绍梁启超在历史学领域的

开拓性功绩。在此，著者以明治日本的“支那

学”泰斗桑原骘藏（1871-1931）对梁启超的评

价为线索，讲述了 “1920 年代东亚人文科学

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此节的副标题）。192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

梁启超晚年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的影

响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立刻引来了包括桑原

等东洋史学家的热议。在一篇书评中，尽管桑

原对梁启超的评价甚高，还向日本有志于“支

那史”的青年学者极力推荐，但他仍不满于梁

启超在书中对日本的过低评价，并希望他在著

述时不仅仅应该注意到欧美各国的学界动态，

也应该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各国的历史研

究成果。尽管梁启超表面上对桑原的批评不置

一词，但实际上在后来的再版的过程中，梁启

超按照桑原的要求更正了若干错误。 
    第八讲是介绍著者自己在 1990 年代在日

本翻译出版《梁启超年谱长编》的过程。这起

源于 1992 年岛田虔次（1917-2000）先生的一

个提议。有感于日本青年学者对读解中国古文

献能力的低下，岛田先生提议成立一个读书会。

而正是这个读书会，成为了后来开拓梁启超研

究新地平的人文研共同研究项目“梁启超研究：

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原本日

本人对梁启超的兴趣并不显著。在日本，不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梁启超远不及孙中山的名声；

而在学术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对象是以

章炳麟（1869-1936）为首的汉学家。但正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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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为代表的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改变了梁

启超在日本学术界的配角地位。 
    在以上的论述中，虽然著者强调梁启超是

“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的功臣”，

但实际上始终是在“东亚人文学的形成”这样

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展现梁启超的重要意义。正

如著者在第一讲及相关访谈中反复阐述的那

样，“东亚文明圈”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的实体。它以汉字为基本的书写文字，以汉文

为高级文章，被称作“中华文明圈”。当它与

西方异质的“近代文明”遭遇时，必须在历史

上已经形成的文明基础之上接受异质的新文

明，转变成“近代东亚文明圈”。作为“中华

文明圈”的底色，最值得关注的是系统阐释人

类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朱子学、与其相

关的佛学等诸学，东亚各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逐渐接受以西方近代科学（西学）为基础的近

代文明的。4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背景来谈论梁

启超的思想的形成。 
此外，京都学派引以为傲的细致考证工作

仍然是本书的最大特点。比如在有关梁启超对

谭嗣同的评价中，著者仔细对比《清议报》与

后来独立出版的《仁学》的差异，从而推论梁

启超是为了摆脱康有为影响之缘故。又比如，

著者发现，在 1900 年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

中出现的“孙行者”在 1936 年的版本中不动声

色地变为了“孙中山”。梁启超因憎恶革命党

人，故以孙悟空之名蔑称孙中山。而后来编者

对此的改动，淡化了梁启超对以孙中山为首的

革命党人的长期蔑视。这样细致的考据研究，

并不是为了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重新解读被

历史掩埋的种种问题。 
    尽管著者以最大的善意对梁启超做了重新

的解读，但梁启超的政治意义却始终被无视了。

然而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由梁启超所阐释的“民

族”、“国家”、“社会”等等含义，不仅仅

是在其自己所在的时代，就是在如今的中国仍

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关这一点，著者或许

是有意地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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